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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采用"学校—职场过渡（STWT）理论 + 多中心治理逻辑"相结合的混合演绎—归纳分析框架，对上海奉贤中专特殊职教班与吉隆坡都会区的特殊职业教育及学校—职场过渡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分析围绕四个维度展开——政策与制度定位、课程与技能证书、实习与岗位认知实践、入职后持续就业支持，并有意将这四个维度作为理论推演的结果，而非经验性分类。研究发现：上海形成以学校为中心的闭环体系，具备标准化的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与递进式实习安排，但在真实企业实习岗位供给与独立第三方工作教练（Job Coach）服务方面存在短板；吉隆坡采用多部门治理模式，整合 SMPKV 证书体系、JKM 工作教练网络、庇护工场与 NGO 项目，具备较为成熟的岗位匹配机制，但面临数据管理碎片化与证书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两地在企业端激励方面差异显著：上海将按比例缴费的"软义务"（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残保金）与增值税即征即退、工资加计扣除、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相结合；马来西亚则不对私营企业设定强制雇佣配额，主要依靠 JKM 培训与安置服务，而非大规模税收返还。本研究认为，两种模式均非绝对优劣，而是各自治理体系内生权衡的结果；在理论层面，本文提出将四类制度配置与四类转衔结果相联结的类型学；在方法层面，研究受限于公开可得的二手资料，无法建立因果论断，也无法直接比较两地就业率，只能比较制度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多维指标体系替代单一就业率指标。
关键词：特殊职业教育；就业转衔；工作教练（Job Coach）；支持性就业；学校—职场过渡理论；多中心治理；上海奉贤；吉隆坡；SMPKV；持续就业
	维度
	上海奉贤
	吉隆坡都会区

	个体
	烹饪与咖啡服务单项较强；通过角色模拟实践提升软技能。
	SMPKV 提供正式 SKM 证书；Wisma Harapan 面向 ASD、唐氏与学习障碍；Bengkel Daya 面向中重度障碍群体。

	家庭
	家庭在低保与工资收入之间权衡，担忧职场挫折。
	登记 OKU 同样面临津贴—工作收入冲突。

	学校课程
	四年烹饪专业 + 新苑小舍校内基地；缺少统一的特殊群体技能等级标准。
	SMPKV—JPK 证书机制相对标准化；PPKI 微证书改革仍在试点。

	实习转衔
	宅咖洗车、慈善超市、农业实践；点位数增加但实践深度不均。
	PPKI、工作教练、PLPP Bangi 可用；但学校—JKM 数据严重脱节。

	工作教练
	班主任与门店经理承担教练职责；无常规第三方专业教练。
	JKM 具正式工作教练职能；NOSS 持证人员短缺；中小企业认知度低。

	企业环境
	以慈善关怀型企业为主；合理便利未标准化。残保金软义务 + 增值税退税、工资加计扣除与土地使用税减免（限持证者）。
	无强制配额；PDA 2008 反歧视与合理便利义务；激励主要通过 JKM 培训与安置服务，而非税收返还。

	政策数据
	区残联与特教学校记录；无统一毕业生留职数据库。
	SPOKU、JKM、SPM、SKM 数据分散；留职结果统计不完整。

	数据可得性
	有实践参与比例（约 30%）；无正式工作教练数量；未单独追踪安置后留职。
	有 SKM 获证数；有合计工作教练安置数；缺按机构、障碍类型拆分的留职数据。


注。ASD = 孤独症谱系障碍；JKM = 社会福利局（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NOSS =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National Occupational Skills Standard）；OKU = 残障人士（Orang Kurang Upaya）；PDA =《2008 年残障人士法》；SMPKV = 特殊教育职业学校（Sekolah Menengah Pendidikan Khas Vokasional）；SKM = 马来西亚技能证书（Sijil Kemahiran Malaysia）；SPOKU = 残障人士登记系统；SPM =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ijil Pelajaran Malaysia）。末行"数据可得性"用于防止读者从不可比指标中推断可比较的就业率。根据本文所引多源比较分析改编。
1　导论与比较框架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在中等特殊职业教育之后能否获得并维持有薪就业，取决于四个维度的共同效应：政策与制度定位、课程与技能证书安排、实习与岗位认知实践、毕业后的持续职场支持（Carlson 等，2020）。智力障碍、孤独症、学习障碍与肢体障碍群体在任务执行、社会沟通、感觉调节与通勤安全方面差异显著，掌握孤立的技术能力并不足以保证其适应复杂多变的真实工作场域（Basquial，2026）。国内实证研究显示，不少特殊职业教育项目过度强调课堂技能训练，而连接学校、残联、民政与企业之间的跨部门转衔机制仍不健全（Zhang 等，2023；Zhou，2022）。国际系统综述则识别出影响留职的若干关键因素，涵盖个体的硬技能与软技能、工作场所合理便利、来自主管与同事的自然支持、就业专员的持续跟进、家庭福利激励的权衡，以及宏观层面的配额与证书政策（Carlson 等，2020）。
本研究将分析单元界定为城市层面的"特殊职业教育—就业支持"体系，避免将上海与吉隆坡误作同构的行政实体。上海通过区级中职校落实省级特殊职业教育政策（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与 Shanghai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2017）；在马来西亚联邦行政框架下，职能分布于多个主体——教育部特殊职业学校、社会福利局（JKM）残障就业服务、由妇女家庭与社区发展部管理的庇护工场，以及 NGO 与企业学院（Dai 等，2023；Fan，2026）。本文严格将"吉隆坡"限定为联邦直辖区内的机构；莎阿南、巴生、万宜属于巴生谷通勤圈，仅作为通勤圈的参照样本。同理，上海样本仅限上海奉贤中专的特殊职教班，不能代表整个上海的特殊职业教育体系；吉隆坡样本也不能代表马来西亚所有州属。上述边界限定在防止过度外推的同时，仍允许在机制层面进行比较。
现有关于东亚—东南亚特殊职业教育向就业过渡的比较文献仍较稀少。中文研究大多集中于国内地方个案的总结，或引介西方支持性就业模式（Li，2023；Xu 与 Su，2016）。马来西亚"TVET—残障福利"相分离的治理结构，为中国以学校为主导的特殊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对照基准（Fan，2026；Matthew，2024）。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对成熟城市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为东南亚中小城市构建自身的转衔体系提供实践参照（Pan 与 Zhang，2025）。
本研究的突出特征在于明确以两种互补的理论视角为立足点。学校—职场过渡（STWT）理论将"从教育到就业"视为多阶段过程，而非一次性安置事件，涵盖职业评估、技能习得、工作经验、岗位安置与安置后支持（Xu 与 Su，2016；Megat Khalid 等，2022）；支持性就业理论则聚焦安置后阶段——个别化岗位匹配、合理便利、持续工作教练辅导以及自然职场支持的逐步建立（Basquial，2026；Carlson 等，2020）；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宏观视角，用于解释权威如何在教育、福利与劳动力市场行动者之间分散或集中，以及这种分布如何影响转衔服务的连续性与碎片化（Fan，2026；Matthew，2024）。
上述理论被用于推导四个分析维度，而非仅为装饰。STWT 理论提示转衔结果取决于各阶段之间联结的质量，因此本文把课程与证书（准备阶段）、实习与岗位认知（衔接阶段）、安置后支持（可持续性阶段）作为连续序列加以考察，而非彼此割裂的主题；支持性就业理论凸显"把人安置到岗位上"与"让安置持续下去"之间的区别，这正是单列"持续就业支持"维度的原因；多中心治理理论则预测：当责任集中于某一部门时，体系会实现标准化，但跨部门服务发育不足；当多个自治中心并存时，体系能提供专业化服务，却在协调上举步维艰。后文即以此预测进行检验。由此，四个维度具有理论依据，第七章的"权衡"论断也并非印象式评判，而是治理理论的逻辑推演。
2　政策框架与制度定位
2.1　上海：区级特教办学点与面向企业的激励机制
2017 年，上海市教委与上海市残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特殊职业教育管理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区至少设立一处面向智力障碍、孤独症与脑瘫学生的区级特殊中等职业教育办学点，人口密集区可增设校区（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与 Shanghai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2017）。2018 年，市教委发布《上海市特殊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班）课程方案（试行）》，适用于智力障碍、孤独症与脑瘫群体，将课程划分为公共基础、专业职业与康复三大模块，明确规定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保障见习与实习学时，并将评价导向个别化职业发展追踪（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2018）。2024 年，市教委对政协提案的答复再次强调，特殊学校须在国家课程框架下开设生活适应与劳动技能课程，各区应提供职业指导与转衔服务，特教班应通过专业课程提升学生就业适应能力（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2024）。上海《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进一步要求对残疾毕业生毕业五年内就业状况进行动态追踪，凸显全周期转衔服务的现实需求（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2025）。
在普通职业教育层面，上海《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2026—2030）》将产教融合、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在职培训改革列为优先事项，标志着主流职教通道的持续拓展，特殊职业教育可据此对标（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2026a；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2026）。市人社部门进一步推出"技能提升年"行动方案，涵盖人工智能应用推广、养老与家政培训，并设常规资格体系之外的特殊职业能力试点通道（Shanghai Municipal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2026b）。这些宏观政策为奉贤特殊需要群体的职教项目对接更广劳动力市场能力提供了标准环境，但它们不能替代工作教练、庇护安置等残障专属转衔支持。
上海的制度模式呈现"市级顶层设计 + 区级具体实施 + 校本 IEP + 以实习为导向的校企对接"的特征。其优势在于入学机会有保障、课程实施标准化；其结构性弱点是企业实习开发高度依赖学校自发拓展，普通市场化企业接收智力、孤独症与脑瘫障碍学生的意愿偏低（Yang，2021）。这与国内各地特殊职业教育的普遍困境相吻合：政策文件虽有，但教育、残联与市场企业之间制度化的跨部门协作尚未充分落地（Zhang 等，2023；Shen，2019）。从多中心治理理论看，这并非单纯的"缺陷"待修补——把权威集中于教育部门带来的是统一标准与可靠入学，但位于教育系统之外的就业服务（残联、民政、劳动力市场）与学校之间的耦合就较弱。因此，缺少第三方工作教练是学校主导型配置的内生结果，而非偶然遗漏。
面向企业雇佣残疾人的激励机制在上海同时运作于国家与上海市两个层面。依国家《残疾人就业条例》，用人单位须达到省级规定的雇佣比例，未达标者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残保金），形成"软义务"而非惩罚性配额。税收优惠包括：增值税按每人每月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 4 倍限额即征即退；支付给残疾职工的工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 100% 加计扣除；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减征或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Ministry of Finance 等，2015；Shanghai Municipal Finance Bureau 等，2020；Ministry of Finance，2023）。这些措施降低了吸纳持证残疾人的成本，却不直接覆盖尚未取得残疾证的特殊教育学生，后者仍须依赖一般实习与工作教练安排。由此，激励体系内部划出一道关键边界：财政优惠只惠及残障身份获得正式认可者。未持有残疾证的特教班学生，即使支持需求与持证者相同，也被排除在残保金、增值税退税与工资加计扣除框架之外，形成现有上海就业政策文献尚未充分讨论的"双层激励格局"。
2.2　吉隆坡：多部门分割式治理与面向企业的激励机制
在马来西亚联邦层面，教育部主管面向学习障碍学生的 SMPKV（Sekolah Menengah Pendidikan Khas Vokasional）；社会福利局（JKM，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通过全国工作教练网络、各区社会福利办公室、PLPP 与 PPDK 服务网点，提供职业评估与持续就业支持（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n.d.）；妇女家庭与社区发展部（KPWKM）管理 Bengkel Daya 等庇护工场；本地 NGO 与企业基金会则为孤独症与发育障碍青年提供职前准备。这些服务并非由统一的"吉隆坡特殊教育局"运行，而是按服务对象与服务阶段分割（Dai 等，2023；Yusop，2024）。多部门分割是马来西亚职教—福利治理的界定性特征，而缺乏跨部门协调机制又容易在服务环节产生断裂（Fan，2026；Manaf 等，2019）。
因此，这种多部门配置必须放在马来西亚 TVET 更宏观的结构性约束中理解。该体系以学校为主，教师普遍缺乏行业经验，多套证书与质量保障制度并行运作，缺乏单一主体统筹整体 TVET 体系，特殊需要与少数群体学生的入学渠道依然有限（Mustapha，2017）；与此同时，培训机构管理、课程解读、实体设施、财力资源以及毕业生与产业需求对接方面均被识别出核心实施难题，DSD 与 MQA 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下分担监管职责（Ismail 与 Zainal Abiddin，2014；Jamaludin 等，2023）。这些结构特征解释了为何特殊职业教育不能被理解为自成一体的学校职能——其成效取决于整个 TVET 治理架构的连贯性。
马来西亚教育部（2017）年度蓝图报告记录，全国共有四所 SMPKV 校区，位于莎阿南、关丹、Indahpura 与 Merbok，共开设 25 个 SKM（Sijil Kemahiran Malaysia，马来西亚技能证书）一至三级项目；2017 年高中段注册学生 785 人，218 名考生参加 JPK 官方技能评估（Malaysia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特殊职业教育被正式嵌入国家 TVET 证书框架。四所校区中，SMPKV 莎阿南位于巴生谷通勤半径内，是都会区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样本。
JKM 工作教练项目面向所有正式登记的残障人士（OKU，Orang Kurang Upaya），核心职能包括：个案评估、工作环境评估、岗位匹配、高强度现场支持、建立员工与同事之间的自然支持关系以及长期跟进。雇主可通过工作教练网络申请这一公共服务，获得每小时 15 林吉特的补贴，每名残疾员工安置最多 60 小时、上限 900 林吉特（Yusop，2024；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n.d.），由此将毕业后外部就业支持制度化。然而既有研究指出其实务局限：持证工作教练数量不足、中小企业认知度低、任务分析专业能力参差、长期匹配效果偏弱（Matthew，2024；Penang Institute，n.d.）。由外部主体运营的支持性就业代表了成熟的国际转衔服务模式（Xu 与 Su，2016）。
在企业激励层面，马来西亚不对私营企业设定强制雇佣配额。《2008 年残障人士法》（第 685 号法令）确立反歧视、机会平等与合理便利义务，但未规定企业必须雇佣的残障人员固定比例（Malaysia，2008）。经济激励主要通过 JKM 服务——PLPP（Program Latihan Sangkutan Pekerjaan）、PPDK 培训中心与工作教练安置支持——来降低雇主招聘与入职风险，而非大规模税收返还（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n.d.）。与上海相比，马来西亚雇主雇佣残障人士的税收减免措施在官方指引中不如上海明确，有关雇主专属扣除的说法应以马来西亚内陆税收局（LHDN/IRBM）现行规定为准（Lembaga Hasil Dalam Negeri Malaysia，n.d.）。两地的对照颇具启发：马来西亚依靠服务提供与法律义务，上海则将法律义务与财政工具相结合。但两种方式都未完全解决未持正式残疾证的特殊教育学生所面临"身份落差"问题。
3　课程、培养路径与技能证书
3.1　上海奉贤中专特教班：四年烹饪导向训练与校内—校外双层实践
奉贤区于 2017 年 9 月在上海工商技术学校开设首个特殊职教班，2020 年 1 月整体迁入上海奉贤中专并正式成为其特教班，开设四年制"中餐烹饪与营养"专业，2021 年在校生 53 人（Eastday Education，2021）。其外部课程框架严格遵循市级《上海市特殊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班）课程方案（试行）》：公共基础课程含职业道德、法律素养与职业规划；专业课程以中式烹饪为核心，辅以中西式面点、家政服务、人际沟通与保洁技能模块；康复与个别化支持模块用于补偿功能缺陷、提升自理与社会适应能力（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2018；Fengxia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2026a）。
此处有必要作概念澄清。在上海语境中，IEP（个别化教育计划）主要作为课堂康复规划工具，用以设定学校环境中的功能补偿、自理与社会适应目标，它不同于可称为"职业转衔型 IEP"的文件——后者应明确工作任务分析、工作场所合理便利、安置后支持安排与留职检查节点。后者的缺位正是奉贤模式的核心制度痛点。同理，证书图景也需区分：文凭（如四年制"中餐烹饪与营养"专业）是完成整个课程的凭证；微证书（micro-credential）是短周期、模块化的能力证明（如"立交桥项目"模块）；SKM 则是通过马来西亚 JPK 框架颁发的国家职业技能证书。若将三者混同，就会掩盖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中被认可程度的差异。
其实践教学体系采用三级设计。第一级：校内专业技能训练。专用烹饪实验室开展中餐、西点、点心等实操；2026 年 5 月，奉贤中专在"新苑小舍"咖啡实训基地为惠敏学校来访师生举办土豆饼、牛奶脆皮杯制作展示活动（Fengxia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2026b）。第二级：校内综合岗位认知实践。"新苑小舍"校内咖啡基地约于 2021 年投入运营，特教学生与普通酒店专业学生混合编班，练习咖啡冲泡、顾客服务与职场认知，部分毕业生此后曾在校外商业咖啡店担任暑期兼职（Fengxian District Government，2023）。第三级："立交桥项目"补充性单科课程。2026 年春季学期，应长宁、浦东、奉贤、徐汇各区特教机构的个别化需求，面向在读与已毕业特殊需要学生开设家政保洁实操、沟通礼仪、家政管理、中西式面点、食品营养与食品卫生等模块化短课程（Fengxia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2026a）。
奉贤模式的不足同样明显。其一，文凭层面的正式专业高度集中于中式烹饪；"立交桥项目"虽扩大了技能类别，但相较 SMPKV 的多工种设置，技能类型覆盖面仍相对狭窄。其二，尽管市级课程方案规定必须开展实习，但全市范围的实地调研一致反映智力障碍、孤独症与脑瘫学生难以找到企业实习岗位，岗位集中、任务重复，并依赖资金补贴维持实习的现象普遍存在（Yang，2021）。其三，特教学生的就业力须以雇主看重的"工作准备度"来评估，而非仅看是否掌握职业任务。一项在马来西亚特殊教育职业学校发展的概念框架将沟通、适应与自我倡导列为基础能力，并强调在真实环境中的结构化工作经验、适当的合理便利与辅助技术，以及教育者、雇主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作（Mastam 与 Zaharudin，2024）。
一项针对 UPSI 与 USM 共 31 名特殊教育学生的试点研究发现，自评工作能力（M=3.71）与技能—岗位匹配度感知（M=4.33）均较高，作者据此认为应以"能否胜任"与"岗位匹配"来指导学习障碍者的教学（Othman 等，2024）。综合来看，这些研究提示 SKM 证书应被视为一种证书结果，而非工作准备度发展或系统化人—岗匹配的替代品。对奉贤的启示是：扩充微证书选项能解决技能广度问题，却无法单独解决匹配问题。
3.2　吉隆坡都会区：SMPKV 国家技能证书体系与多机构分流路径
SMPKV 莎阿南位于雪兰莪州莎阿南市、巴生谷通勤圈内，最初面向听障学习者，后招生范围扩展至学习障碍学生。公开访校资料将其列为 JPK 认可的评估中心，开设女装缝纫、食品加工、美发、空调安装与维修、焊接、建筑施工、家具制作、电工、手绘蜡染与桌面出版等工种（WALS，2022；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eative Writing and English Literature，2021）。据 Malaysia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全国 SMPKV 共开设 25 个 SKM 一至三级课程，莎阿南的具体课程等级依 JPK 证书标准逐年调整。其培养逻辑为：中职阶段 → 遵循 JPK 职业技能标准 → 取得 SKM 证书 → 进入公开市场就业或继续 TVET 学习。相较奉贤"烹饪文凭 + 校内咖啡基地"的模式，SMPKV 并行开设多种工业与服务业工种，证书体系与外部劳动力市场需求联系紧密。马来西亚的双资格框架 TVET 体系为这一证书驱动的特殊职教路径提供了制度基础（Dai 等，2023）。
PPKI（特殊教育融合计划）嵌入普通中学，可通过基础职教课程、微证书转入职教轨道，或转入 Kolej Vokasional 修读 SKM 路径。该路径适用于具备基本读写与自理能力的轻中度障碍学生，对重度智力障碍或需长期行为干预者适用性较低。目前尚缺经核实的 2026 年吉隆坡—雪兰莪 PPKI 微证书试点实证数据，故不作覆盖率推断。
Wisma Harapan Brickfields 位于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内，面向 18—25 岁及以上的孤独症、唐氏综合征与学习障碍青年（MIND/SAMH，n.d.-a；Star/MIND，2018），提供生活技能训练、一般手工艺制作、缝纫、岗前准备、岗位安置协助与行为管理支持。它不以颁发国家级 SKM 文凭为主，核心定位是衔接特殊学校毕业与就业转衔；在通过工作教练与合作企业资源把服务对象对接到公开市场或过渡性岗位之前，先为孤独症与多重发育障碍群体开展个别化职业—行为训练。
Bengkel Daya Klang（隶属 KPWKM—JKM）面向 18—45 岁、含中度学习障碍与肢体障碍的登记 OKU，作业单元包括缝纫刺绣、面包糕点烘焙、洗衣、零售与餐饮，被界定为无法直接在开放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的残障人士提供庇护式技能发展与过渡性就业场所（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n.d.；Bernama，2024）。2024 年 KPWKM 宣布与 Gardenia KL 合作提升烘焙项目产能，显示庇护工场可借助企业技术资源改善产品质量并扩大过渡性岗位配额（Bernama，2024）。其关键局限在于：庇护工场内部的生产性参与不能被等同于公开市场竞争性就业的留职结果。比较研究反复提醒，不可把庇护工场出勤统计与竞争性就业结果指标混为一谈（Xu 与 Su，2016；Matthew，2024）。本文全程坚持区分岗位影子体验（短期观摩）、实习（结构化、有督导的工作经验）、庇护就业（隔离环境中的工作）与竞争性公开市场就业（普通条件下的有薪工作）。
PLPP Bangi 为 18—40 岁成年肢体障碍人士提供康复与技能训练，项目涵盖 Office Management SKM 二级、电气安装、假肢矫形器制作、金属与轮椅制造、美术与蜡染工艺。JKM 将 PLPP Bangi 列为正式工作教练服务提供点（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n.d.；Borneo Post，2011）。它补充 SMPKV 面向肢体障碍群体的供给，包含假肢与电气安装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其主要服务对象不含孤独症与智力障碍群体，因此不宜与奉贤烹饪方向特教班作一一对应式比较。
4　奉贤校外实习资源的评估
奉贤的校外实习资源不能简单贴上"充足"或"不足"的标签。综合 2021—2026 年学校、区政府与市级相关政策材料，其真实状况可概括为：校内岗位认知基地运行稳定；区级岗位影子体验点数量扩张；跨机构公益补充实践平台初具规模；但面向智力障碍、孤独症与脑瘫学生的真实商业企业实习岗位，结构性瓶颈依然存在（Fengxian District Government，2023）。实习基地建设是中国特殊职业教育发展的普遍性瓶颈，实践基地数量本身并不自动带来高质量转衔结果（Li，2023；Zhang 等，2023）。
校内岗位认知基地供给稳定。2021 年 12 月，"新苑小舍"实训基地在校内建成，将真实工作任务转化为课程内嵌的技能实践活动，提供多情境的"前社会融入"训练（Fengxia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2021）。其优势在于环境安全、有教师持续陪伴、IEP 数据可连续积累；不足则在于与真实商业门店存在差距——客流强度、轮班节奏、正式薪资管理机制与真实同事互动情境在校内均被简化。
区级校外岗位影子体验点总量持续增加，但岗位质量差异很大。2026 年 5 月，三年级特教学生在喜翻农业、宅咖洗车、贤创慈善超市与一心宠体验中心完成为期一周的集体岗位影子体验轮转，按个人兴趣与能力分组，接受涵盖农务、洗车、慈善零售与宠物体验服务岗位的企业导师培训（Shanghai Vocational Education Online，2026）；同月，奉贤慈善超市影子体验项目涉及衣物分拣、货架陈列与基础咖啡制作等职责（Xianchuang Public Welfare Service Center, Fengxian District，2026）。这些活动宜被理解为岗位影子体验——短时、观摩性、低强度，而非包含持续任务表现与薪酬关系的完整实习。这一区分对结果评估至关重要：影子体验衡量的是"接触"，实习衡量的是"融入"。
然而，在评估这些资源能否为所有特教学生提供高质量转衔支持时，仍存在三项结构性约束。其一，部分实践岗位过于简单、社会互动负荷低。媒体实地调查记录下翻土、套洗衣袋等任务，技术简单但客户接触机会极少，对能力较高的特殊需要学生而言，职场挑战不足（Tencent News，2024；China Youth Online，2025）。其二，企业接收规模与障碍群体特征不匹配。市级特殊职业教育政策要求实习至少半年，但智力障碍、孤独症与脑瘫学生通常需要集中、低风险、操作简化的岗位，普通商业企业很少能够批量提供（Yang，2021；Shanghai Municipal Women and Children Work Committee，2021）。其三，通向长期正式就业的转化路径依然狭窄。区政府公开材料显示约 30% 的特殊教育学生获得社会工作实践经历，而获得稳定的长期全职企业岗位者比例明显更低。根源在于企业接受意愿低、家庭在"工资收入 vs. 低保资格"之间权衡、递进式多步社会适应岗位短缺，以及短期实习难以转为长期岗位（Fengxian District Government，2023）。
马来西亚的"学校—职场过渡"证据进一步照亮了这一供给侧约束。一项混合方法研究报告，尽管接受了教育与职业培训，马来西亚残障人士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反映出根植于"缺乏专门转衔政策"的学校—职场过渡缺口；一项关于就业与失业者的比较识别出"工作相关技能"与"积极心理特质"是区分就业结果的关键变量（Abdullah，2012）。从课堂实践看，特殊教育融合计划中家长对轻中度学习障碍学生职业转衔的参与程度，郊区高于城市，其路径包括 IEP 执行、支持与鼓励、提供意见与需求、学生作品商品化以及毕业后求职；障碍则包括家长漠不关心、工作事务缠身以及把全部责任转嫁给教师（Abdullah 与 Ibrahim，2021）。因此，奉贤个案不应被解读为"实习点数量不足"的失败，而应被理解为更广泛系统性过渡缺口的国内对应物——它需要明确的转衔规划与家庭参与，而不能只依赖学校主导的岗位安置。
制度层面存在政策与资金框架，但具体执行高度依赖区校多方协调。市级层面，2017 年特殊职业教育管理意见规定每区至少一处办学点，2018 年课程方案将见习实习学时量化，2024 年提案答复强调实习保障并援引区校企合作范例、修订课程框架以强化就业创业能力培养（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与 Shanghai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2017；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2018、2024）。在地方层面，奉贤协调区教育局、残联、学校与企业伙伴，实施学费、杂费、餐宿减免，并辅以建能公益实践基地、AEG 专项资金与驻校社工联动机制（Eastday Education，2021）。公开文件未能完全核实直接向接收特教学生实习的企业发放专项财政补贴的情况。杨绮萍的政策建议主张建设区级专门实习基地、建立接收企业财政补贴机制并定制兼顾安全与个别化需求的岗位，这是奉贤未来发展可行的政策优化方向（Yang，2021）。
综上，奉贤校外实习资源已实现实践场所类别的递进式多样化，具备数量扩张空间，但真实职场沉浸的深度不均。它不能被视作已具备成熟的公开市场就业基地体系。其核心机制性结论是：增加安置点数量本身并不能提高转入持续竞争性就业的学生比例，所缺的是个别化岗位匹配与安置后支持这一中间环节。
5　工作教练与持续就业支持
持续性的入职后就业支持是本文的核心比较维度。奉贤公开可查资料未记录制度化的第三方工作教练人员安排，咖啡店、家政与档案整理等校外实习主要由学校教师、企业门店经理与班主任督导，其支持逻辑为"学校教师主导、企业协调、家长监督"。优势在于教师持续了解学生的残障背景、IEP 记录与家庭情况；不足则在于缺乏专业的工作场所任务分析能力、缺少标准化的合理便利方案，以及缺乏正式的外部定期职场审查机制。国内研究指出，单纯依赖校内教师承担毕业后就业跟进存在内在能力边界：教师缺少系统的支持性就业训练，并被繁重的日常教学任务所束缚（Yin，2022；Zhang 等，2023）。
马来西亚的 JKM 工作教练体系执行经典六步支持性就业流程：个案评估、工作环境评估、岗位匹配、高强度现场支持、自然支持系统建设、长期跟进（Yusop，2024；Asia-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on Disability，n.d.）。以一例超市安置为例：工作教练先考察通勤安全与轮班制度约束，只安排日班；入职首周由企业 HR 开展全员入职培训，工作教练则把复杂口头指令拆解为单步示范引导；随后为主管与同事提供培训以建立自然支持关系，逐步降低现场在场强度，并保持电话联络与定期回访。该流程适用于学习障碍、孤独症与肢体障碍群体；JKM 财政补贴与工作教练网络降低了雇主成本。但限制因素仍在：全国持证教练数量有限、州级覆盖不均、雇主与社区认知不足（Yusop，2024；Penang Institute，n.d.）。即便有正式的工作教练制度，多机构治理碎片化也可能削弱最终服务成效（Fan，2026；Matthew，2024）。
面向孤独症的专项支持还可借助企业学院与商场示范项目。Yayasan Gamuda Enabling Academy 为 21 岁以上孤独症成人开展评估，以三个月为周期进行软技能训练、完成企业匹配并提供入职后辅导；合作企业指派专属主管与伙伴。项目通过固定作业流程、安排短时休息与职场感官培训，缓解感官冲突与执行功能压力（Gamuda，n.d.）。1 Utama 的 AmazeWork 项目利用商场内多家租户企业为雇主，设置感官放松舱，并部署工作教练重组真实工作流程；三个月适应期后，按工作表现决定是否转为正式就业，但公开报道缺少经核实的 12 个月留职率统计（The Star，2026）。系统综述确认，孤独症职场结果显著受训练深度、感官合理便利、直接沟通方式、工作重塑以及主管—同事协作的影响（Parr 等，2026）。一次性的面试辅导若缺乏系统任务分析，无法改善长期留职。支持性就业理论强调动态的安置后调整，而非"一次性安置"决定留职成败（Xu 与 Su，2016）。
当前服务对孤独症群体的专项局限，得到马来西亚中学后 TVET 研究的印证。教育部"到 2025 年特殊需要儿童融合教育入学率达到 75%"的目标面向 5—17 岁孤独症儿童，项目在 18 岁前终止，使 18—25 岁孤独症学习者缺少清晰的中学后 TVET 路径，形成单纯学术教育无法填补的缺口（Megat Khalid 等，2022）。这一发现直接限定了政策启示：可复制的闭环必须延伸至毕业后，为 18—25 岁孤独症学习者提供明确的中学后 TVET 通道，而非在中学毕业时终止支持。上海个案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同一缺口——四年制烹饪专业在毕业时结束，却无强制性的离校后就业追踪机制。
6　就业结果、留职因素与数据局限
就上海奉贤而言，公开来源材料显示约 30% 的特殊教育学生获得社会工作实践经历，而获得长期全职企业岗位的比例明显更低。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对职业能力的不安、收入与低保之间的权衡、递进式适应型社会岗位的短缺，以及过度机械化的实习削弱身份认同（Fengxian District Government，2023；Tencent News，2024）。全市特殊职业教育面临三重结构性约束：企业接收困难、集中实习组织障碍、特殊需要岗位经济回报偏低（Yang，2021）。因此，上海的结果评估应优先采用"实践覆盖率"指标，而非粗略的公开市场就业率。国内学者反复提醒，不宜过度依赖单一就业率指标评价特殊职业教育成效，应构建涵盖实践参与、证书获取与毕业后留职的多维指标体系（Li，2023；Zhang 等，2023；Shen，2019）。
就吉隆坡都会区而言，SMPKV 可产出 SKM 证书获取统计，但各部门分散的数据库无法提供按专业与障碍类别拆分后的长期留职数据。JKM 工作教练 2012—2020 年合计统计称帮助 1,397 名残障人士在 770 家参与企业实现就业，但这些合计数据无法区分来自 SMPKV、Bengkel Daya、Wisma Harapan 或企业学院的受益者，也不含 6 个月或 12 个月留职率信息（Yusop，2024；Matthew，2024）。Bengkel Daya 发布的是工场生产产出指标与 Gardenia 合作进展，不等同于开放劳动力市场留职结果；PLPP Bangi 的项目目标提及部分毕业生在完成学业六个月内就业，但样本规模与年份代表性有限（Borneo Post，2011）。因此，吉隆坡的结果评估必须采用三层分列统计：SKM 或同等证书获取率、庇护工场参与率、公开竞争性就业留职率，三者绝不可混同（Matthew，2024；Xu 与 Su，2016）。
必须明确指出，两地数据的不对称性使任何直接的数值比较都不成立。上海提供了实践参与比例，却没有正式的工作教练安置数量；吉隆坡提供了合计安置人数，却无法按来源机构、障碍类型或留职时长拆分。缺少可比较的分母，意味着断言某一城市"就业表现更好"属于范畴错误。本文因此比较的是机制，而非比率。这种比较在制度安排与政策逻辑层面有效，在劳动力市场结果层面无效。这一边界不是修辞限定，而是方法论结论。
国际实证证据进一步澄清了这些跨区域共同困境。智力障碍群体的长期留职强烈受持续职场支持、合理便利措施、雇主参与程度与以人为本的职业规划所预测；仅把求职者安置出去而缺乏安置后跟进，几乎无法产生持续就业效果（Basquial，2026）。职场支持系统综述将主管态度、同事互动质量、工作教练响应及时性与企业培训质量识别为决定竞争性就业维持的核心环境变量（Carlson 等，2020；van der Meulen 等，2015）。综合两地实证证据：若无现场任务分析、独立的外部教练、正式的合理便利安排与专门的留职追踪数据库，无论国家背景如何，稳定的持续就业都难以实现。
7　综合比较与模型总结
7.1　制度模式与权衡取舍
本文提出的比较阅读拒绝"上海统一但缺工作教练；吉隆坡有工作教练但碎片化"的二元模板，而是把每种配置视为一种治理权衡。当权威集中于教育部门，可预期的收益是标准化、入学公平与可靠的校内记录，相应的代价是校外服务——独立就业安置、工作场所合理便利、离校后跟进——制度化不足；反之，当福利、教育与 NGO 部门作为相对自治的中心运作，其优势是职能专业化与职业中介，代价恰恰是跨系统数据聚合困难。因此，下表呈现的是制度配置，而非优劣评分表。
上海奉贤的制度模式建立在统一市级政策框架、标准化 IEP 实施、四年烹饪中心专业（辅以咖啡、面点、家政扩展模块）之上，其优势是教育公平保障与校本支持的连续性，相应局限是外部专业化就业服务与长期留职数据追踪能力发育不足。它为尚未建立多部门残障就业支持体系的地区提供了"学校主导型"参考（Li，2023；Zhang 等，2023），这一以学校为主导的治理也是中国大陆特殊职业教育的主流发展路径。
吉隆坡都会区模式整合 SMPKV 多工种 SKM 证书、Wisma Harapan 面向孤独症与学习障碍青年的岗前准备、Bengkel Daya 庇护式生产场所、PLPP Bangi 肢体障碍技能训练，以及 JKM—工作教练驱动的公开市场持续支持。其优势体现在专业岗位匹配、工作场所合理便利与支持性就业专业化，相应局限是跨机构数据碎片化与结果透明度不足。它为已具备 TVET 与社会保障行政基础的地区提供了多部门协作基准（Fan，2026；Matthew，2024），其多机构碎片化的设置对许多东南亚联邦制情境具有代表性。
两地共同的治理启示是：把企业激励嵌入转衔闭环，而非将其视为孤立的财政工具。上海可强化其按比例征收的残保金框架，把为持有或未持残疾证的特教学生提供结构化实习的企业纳入认可范围，并使增值税退税与工资加计扣除与经核实的安置后留职结果相挂钩。这同时需要防范道德风险的核验机制——否则企业可能仅为名义安置领取激励。吉隆坡可在其反歧视与 JKM 支持性就业基础之上，引入透明的企业激励指引，可借 HRD Corp 或 SLDN 培训安排实现，使雇佣残障人士带来可预期而非自由裁量的收益。两地都应按障碍类别分别报告雇主参与、合理便利成本与 12 个月留职情况，以可比的、结果导向的指标取代笼统的就业率。
7.2　两城共同的系统性挑战
除治理结构差异之外，上海与吉隆坡还共享一组值得同等分析权重的系统性挑战。第一，从庇护就业转向竞争性公开市场就业在两城均困难重重。上海的校内实践基地与吉隆坡的 Bengkel Daya 都提供了宝贵的中间环境，但都不能自动把参与转化为有薪竞争性就业。第二，"津贴收入 vs. 工资收入"的冲突在两城均出现：家庭在残障相关基本生活保障的丧失与正式就业的不确定收益之间权衡，这一计算压低了开放式就业岗位的接受度。第三，两地在 18—25 岁这一"正式特殊教育已结束、稳定就业尚未实现"的阶段，都存在面向孤独症与智力障碍学习者的服务缺口。第四，两城均未发布按障碍类别拆分的留职统计，因而无法判断现有项目是否平等地服务于孤独症、智力障碍与肢体障碍学习者。
这些共同挑战支持如下结论：上海—吉隆坡比较不仅是对两种行政模式的对照，也是观察东亚与东南亚特殊职业教育转衔共同困境的一扇窗。这种趋同是实质性的，而非修辞性的——它关乎转衔序列的最后阶段，即从准备、安置走向持续、有薪、竞争性就业的阶段，两城在此阶段的投入产出表现均弱于前一阶段。以这四项挑战为起点的区域性议程，将比以"制度模板输出"为核心的议程更具成效。
比较的启示可置于东南亚"职教走出去"这一更宏大的话语之中，但只宜简短。中国教育在东南亚的参与被描述为逐步走向成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越南在职业、高等与课后教育方面存在清晰的市场缺口，催生了对竞争性教育资源的需求（Chen，2025）。"广州模式"在 RCEP 框架下公共交通产业技能输出的经验表明，可持续结果有赖于超越一次性设备出口，形成以协调的政策、学校、协会与企业为基础的"产业 + 服务"一体化方案，并辅以技术标准与课程认证（Fan 与 Li，2026）。移植到特殊职业教育转衔领域，这一逻辑意味着证书本身并不充分——持久就业需要同样一体化的链条：校本准备 → 真实企业实习 → 外部工作教练支持 → 留职追踪。这一论点仅作为背景性观察提出，而非中心论点，因为本文核心仍是双边比较。
8　结论与政策启示
8.1　结论
上海与吉隆坡都会区在特殊职业教育—就业转衔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制度组合。上海体系以区级特殊中职校、统一市级课程方案与丰富的校内实训为核心，在入学公平与 IEP 连续性方面表现良好，但缺少外部专业化就业服务与系统化的长期留职追踪机制。吉隆坡都会区以 SMPKV 技能证书、JKM—工作教练服务网络、庇护工场与 NGO 岗前准备为基础，在专业岗位匹配、工作场所合理便利与支持性就业专业化方面具备优势，同时受困于跨机构数据碎片化与结果透明度不足。
两地在企业端激励方面也差异明显。上海将按比例缴费的残保金软义务与增值税即征即退、100% 工资加计扣除、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相结合，构成降低吸纳持证残障人士成本的实质性财政组合；马来西亚则不对私营企业设定强制雇佣配额，《2008 年残障人士法》确立反歧视与合理便利义务，经济激励主要通过 JKM 培训与安置服务，而非大规模税收返还。两种方式都使未持残疾证的特教学生被排除在正式激励框架之外，只能依赖一般实习与工作教练安排。
核心的理论结论是：这些差异并非随机，而是源自权威在各部门的分布方式——集中带来标准化却使外部就业服务发育不足，分散带来专业化却产生协调成本。两种模式均不宜被简单描述为"更好"，恰当的问题是：某一辖区愿意接受何种权衡，以及它能引入何种缺失功能，而不必连带着引入产生该功能所需的整套治理结构。
8.2　政策启示
对上海而言，优先事项不是照搬马来西亚的工作教练体系。JKM 模式根植于马来西亚联邦福利架构，在上海复制它须先解决资金来源、专业资质以及学校教师与外部教练之间的权责划分。更可行的起点是构建"混合职能"：保留学校对学生的了解，同时外购任务分析与工作场所合理便利的专业能力，成本由残联与接收企业共同分担。与此同时，IEP 应从课堂康复导向转向职业转衔导向，并设置毕业后 1、3、6、12 个月的明确追踪节点。
对吉隆坡而言，优先事项是在不取消多中心治理所提供专业化的前提下，降低其协调成本。这意味着应在 JKM、SMPKV 与庇护工场运营方之间建立共享的最低数据协议，覆盖安置、障碍类型与留职时长。联邦结构使统一数据库成为政治与制度挑战，而非单纯技术问题；这意味着数据整合须作为跨部门协议加以协商，而非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
对其他东南亚城市而言，可迁移的是"序列"而非"制度"：先评估职业能力再训练，先提供真实工作经验再安置，在毕业前引入外部就业支持，在安置后评估留职。每一职能的具体制度载体应按本地治理能力选择。
8.3　研究局限
本研究完全依赖公开可得的二手资料——政府文件、机构网页、新闻报道与已发表学术文献，未包含来自学校、工作教练、雇主或毕业生的访谈、问卷或田野观察一手数据。因此，分析无法建立制度安排与就业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呈现参与者自身的视角。一手数据的缺失还意味着对日常实践的描述必然是推断性的，而非观察性的。
两地数据的不对称是第二项局限。上海提供了实践参与比例，却没有正式的工作教练安置数量；吉隆坡提供了合计安置数据，却无法按来源机构、障碍类型或留职时长拆分。这些指标不可直接比较，本文因而有意避免作数值对比；未来有机会获取一手数据的研究应弥补这一缺口。
第三项局限是样本范围。上海样本仅限一个区的一个特教班，不能代表整个上海市的体系；吉隆坡样本涵盖多类机构类型，但仅限联邦直辖区及其通勤腹地，不能代表马来西亚所有州属。因此，本文结论属于机制层面的命题，而非总体层面的估计。
8.4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局限，有四个研究方向自然浮现。第一，对两地学校教师、工作教练、残疾毕业生与雇主开展质性访谈研究，以获取转衔过程的第一手叙述，检验本文提出的机制性命题；即便采用小规模的立意样本，也能显著增强证据基础。
第二，构建按障碍类型——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障碍——拆分的就业留职指标，而非把特殊教育学生当作同质类别。现有结果统计将这些群体合并，因而无法揭示项目是否平等地服务于他们。
第三，研究工作教练职能在不同治理体系中的本土化路径。核心问题是上海如何依托现有残联基础设施构建外部就业支持，而非复制马来西亚的 JKM 结构。
第四，研究家庭福利安排——尤其是残障津贴与工资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残障青年的就业决策。这是两城的共同因素，却在比较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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